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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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

体”年会（简称“共同体会议”），能够反映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因而可以成为管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和特征的重要窗口。本文试图创

新一种基于重要学术会议来评估一个学科学术发展状况的研究路径。通过

考察历届共同体会议议程所提供的数据信息，本文分析了共同体会议的与

会群体和研究议题的相关特征。研究表明，在学术群体方面，中青年学者和

在校学生是共同体会议的重要参会力量，会议具有明显的“草根特质”；一支

新兴的学术力量正在崛起，并且呈现出与海外学术界更加密切的互动；然而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力量在各城市、各区域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失衡。在

研究议题方面，会议体现出显著的“学术导向”而非“政策导向”，国际关系理

论类的话题探讨最多，国际安全研究次之，国际政治经济学最为薄弱；会议

讨论涉及的区域也高度失衡，大都集中在中国、美国和东亚三大板块，对其

他地区关注不够；会议对新兴议题异常敏感，其兴衰主要与国家政策和现实

情况变化、领袖学者和特定机构的推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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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方面，

中国正逐渐成长为国际社会中的主要角色，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这为中国学者提出原创性学术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契机。①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和科研学术体制的不

断健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人才培养体系逐渐完善，教学研究队伍日益壮

大。正是在这种双重因素的推动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并

开始提出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核心概念甚至理论体系。②中国正在快速成为

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学术大国，这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状况本身就成为

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曾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维度考察了中国国际关

系研究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这些研究大都是通过分析已经公开发表的

学术文献来进行学科发展的评估，因而这是一种“以研究成果为基础”的评

估方法，它也是国内外进行学术评价的主流路径。本文另辟蹊径，通过“以

学术会议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着重关注为前者所忽视的一个特定的学术研

究群体（特别是新兴群体）及其关注议题的基本特征及变化趋势，并试图创

新一种学术评估的路径，以回答前者所没有注意到的若干问题。

本文以历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共同体”会议（下文简称为“共同体会

议”）的议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统计及分析，辅之以访谈及调查问卷等方

式，力求分析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及其所讨论议题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

以此为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些基本情况提供参考。本文分为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简述共同体会议的源变以及其对于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

状的价值与作用。第二部分主要分析共同体会议参会群体的单位分布、职

称结构以及其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并据此分析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一个特定

学术群体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共同体会议的讨论议题所呈现的

基本状况和年度变化趋势。

①

②

李巍、唐健：《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角色与中国学者的理论契机》，《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４７页。

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宏观理论上所作出的主要学术贡献，参见秦亚青《关系与
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
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１２４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一、共同体会议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

学术研究离不开学术会议，因为学者需要通过组织和参加学术会议来
进行学术思想的同行交流与碰撞。学术会议是传递学术信息、孕育创新性
学术灵感和学术见解的重要平台，因此也容易成为观察学术前沿走向的风
向标。而目前，我们的学术界缺乏对学术会议的严肃研究。

一年一度的共同体会议历经多年的发展与演变，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交流的重要制度平台和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重要数据窗口。

一方面，共同体会议自由开放、会议规模庞大且参与学者众多，能够反映学
界的一些现状；另一方面，历届会议的议程提供了包括与会者单位、学历、讨
论话题以及发言题目等众多丰富的信息，从而为深度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可以说，共同体会议就是一个人声鼎沸、琳琅满目的大型“学术超市”，在这
个“超市”里，各种“商品的价格”、“购买量”和“顾客群体”都有重大的研究
价值。

（一）“以学术会议为基础”的学科评估路径

一个学科的发展离不开不断进行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兴
利除弊、传承超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从未停止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和对研
究现状的评估，以及对既有研究不足的反思，相关成果可谓浩如烟海、卷帙
浩繁，其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为“研究回顾型”，此类评估侧重对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某一分支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详细的梳理
和讨论，在此基础上剖析晚近以来该领域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存在的不足以
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类研究更多地体现研究者个人的主观学术判断，它
需要评价者本人在该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① 第二类为“期刊评估型”，此
类评估主要基于对中国国际关系主流期刊上所发论文进行分类和统计，以
此来开展特定的评估。部分学者通过评估主流期刊的发文情况，分析了中
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流派分野、议题选择、研究偏好、方法导向、理论创新以及

① 此类文献不在少数，几乎涵盖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各主要分支领域及议题，例如
李巍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详见李巍《ＩＰＥ在中国的
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３８—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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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等，以此探讨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与不足。①第三类为“索引
统计型”，即基于特定年份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ＣＳＳＣＩ）的关键词，以
揭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领域及议题、重点地区及国家等。这类统
计脱离具体的文献及文本分析，主要通过对关键词的使用频率进行统计，来
评估学术研究所体现的一些特点。②第四类为“现状综述型”，此类评估的作
者往往具有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长期经验，其主要基于自身对中国国际关
系研究现状的经验性认识，梳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进展，剖析当前所
面临的问题和不足，就某一具体问题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宏观基本面进
行探讨和评论。③第五类为“综合分析型”，即综合运用上述不同类型的方法

　　　
①　此类研究可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学和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秦亚青：《权
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２６４—２８０页；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
期，第６２—１０６页；《中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０７）》，《世界经济与
政治论坛》２００８年第３期，第５８—６７页；何忠义：《从国际关系期刊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基于近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４年第１１
期，第６６—７４页；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２０００
年第１期，第３—９页；薛力、肖欢容：《中国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就与不足
（１９９８—２００４）》，《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８期，第４０—４８页。

②　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见周桂银《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议题和问题———基于
ＣＳＳＣＩ的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０５）》，《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８６—９５页。

③　此类研究数量甚多，较具代表性的可参见张睿壮《与发达国家对比中看中国国际
关系研究中的差距》，《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２２—２３页；倪世雄：《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历史回顾与思考》，《欧洲》１９９７年第６期，第１１—１５页；秦亚青：《国际
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产》，《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６５—１７６
页；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王逸舟：
《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７—１２页；《试析中国
国际关系学的“进步”：几点批评与思考》，《外交评论》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３４—４０页；《中国
国际关系学：简要评估》，《欧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第１３７—１４９页；《中国国际政治理论
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洲》１９９８年第２期，第４—１１页；苏长和：《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现状和发展》，《国际展望》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４７—５５页；《问题与思想———再谈国际关系
研究在中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８—３０页；苏长和、彭招昌：《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的贫困》，《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９年第２期，第１５—１９页；苏长和：《中国国际
关系学：问题与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０年第１期，第７２—７５页；庞中英：《关
于国际研究在中国的三个典型问题》，《欧洲》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３６—４１页；袁正清：《中国
的国际关系研究既要解释也要理解》，《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３０—３２页；刘
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第１４３—１６０页；孙学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骨干力量与流派分野》，《世界经济与
政治》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６—２８页；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外
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２３—４２页；李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进步”与“问题
缺失”———兼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９期，
第２３—３０页；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国际政治研
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２—２８页；张秋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现存问题与思考》，《国
际观察》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３９—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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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状进行评估与探讨。①

上述５种类型的评估方法大都是通过分析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来

进行学科发展的分析，我们可称之为“基于研究成果”的研究路径，它们对于

中国国际关系的学术评估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学术界的一个有趣的

现象是，在同一学科下，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形成一些大大小小的学术群

体，这些学术群体有自我的身份认同，会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学术网络。这

种身份认同的来源可能是学术权力、学术声誉、学术兴趣、学术立场或者学

术阶层等诸多因素。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基本规律在学术界表现

得更为明显。而各种规模不一、层次不同的学术会议则成为区别学术群体

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同群体的学者往往参加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这就犹

如不同的人参加不同的“饭局”、加入不同的微信“朋友圈”。而传统的单纯

“基于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估路径难以发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队伍的群体性

特征。

为此，本文试图创新一种“基于学术会议”的学术评估路径，该路径主要

通过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会议来考察学术历史、学术现状和学术

未来。基于这种路径，本文以共同体会议为研究对象，特别是考察历届会议

议程所提供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来把握中国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群体

的学术活动特征及变化趋势。

（二）共同体会议的源变与特征

共同体会议历经多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重要的学

术交流平台。它初创于２００８年冬季，每年固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前身为国际问题研究所、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其前身是由清华大学国

际问题研究所于２００４年首次主办的年度研究生论坛。自２００９年起，共同体

① 较具代表性可参见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进步与问题》，《世界经济
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第１３—２３页；门洪华：《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估报
告》，《欧洲》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９０—１０５页；《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２００６年中国国际
关系学科发展综述》，《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６８—７９页；《世界经济与政治》

编辑部：《２００７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第６５—７９页；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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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于每年７月在北京定期举办，主要涵盖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两大学科群，

迄今为止已举办９届。① 历经９年的发展，共同体会议逐渐发展为中国国际

关系学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交流盛会之一，同时，也成了管窥中国

国际关系研究状况的重要窗口。历届共同体会议的基本信息见表１、图１。

表１　历届共同体会议基本信息

届数 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 主题
讨论组

总数

参会

总人次

１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１３日
北京

清华大学
— １５　 １１２

２
２００９年７月

１１日
北京

清华大学
— ２５　 １８９

３
２０１０年７月

１０—１１日
北京

西郊宾馆
— ６０　 ４４５

４
２０１１年７月

９—１０日
北京

西郊宾馆
动荡与趋势 ７５　 ４８０

５
２０１２年７月

１４—１５日
北京

西郊宾馆
纷争与合作 ９１　 ６２７

６
２０１３年７月

６—７日
北京

西郊宾馆
权力、制度与改革 １０１　 ７１１

７
２０１４年７月

５—６日
北京国际

会议中心

国际关系百年变迁：

反思与前瞻
１１３　 ９２４

８
２０１５年７月

４—５日
北京国际

会议中心

国际秩序的动荡与

重塑
１１６　 ９６１

９
２０１６年７月

１８—１９日
北京

辽宁大厦

国际体系：

规则与治理
８０　 ６６５

　　注：“讨论组总数”一项不包括开幕式、主旨论坛以及各讲习班；“参会总人次”一项为主持、发
言、评论等各项人次之和；表中各项数据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发布的历届会议议程为准（本文
各项图表数据皆同）。

① 在中国学界，虽然国际关系是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但由于学术传统的延续，
“政治学”经常和“国际关系”并列使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通常是指政治学理论和比
较政治，而不包括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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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讨论组总数和参会总人次统计图

共同体会议在会务组织与会议形式上主要参考借鉴了美国国际问题研

究年会（ＩＳＡ）和美国政治学年会（ＡＰＳＡ），其具有如下４个特征区别于大多

数国内会议或论坛。

第一，共同体会议固定由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举办，会议风格和形

式相对稳定。有别于由不同学术机构、教研院所和学术团体轮流举办的会

议和论坛，共同体会议固定地由一家单位定期举办，其会务风格和会议形式

相对统一，因而容易形成品牌效应与学术影响。不仅如此，它还能鲜明体现

会议举办方一以贯之的意图和目标，从而能够形成比较稳定的参会群体。

第二，讨论小组的召集和参与具有高度的自由性与开放性。每届共同

体会议事实上并不是一个集中会议，而是多个讨论小组同时举行会议，相当

于一个大型卖场由许多独立的商店构成。一方面，召集和参与小组讨论具

有高度的自由性。就召集人（主持人）而言，有意愿组织讨论的学者向会议

秘书处提交申请，秘书处原则上就会批准，而没有严格的限制，而且讨论的

议题也主要由召集人自行决定①；就发言人而言，虽然秘书处提倡与会者提

交论文，但这并没有成为参会的硬性规定，因而降低了发言人的参会门槛。

另一方面，小组讨论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发言人和评论

人主要由召集人选定，秘书处原则上不予以干预，而其他所有学者与在校学

① 从后几届会议开始，秘书处出于提升讨论质量的目的，开始对召集人的学位进
行要求，原则上不再鼓励硕士生召集讨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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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以自由旁听几乎所有的小组讨论，包括参与讨论和提问。

第三，共同体会议规模庞大，与会者众多。从第三届共同体会议开始，

历届共同体会议的讨论小组数量都超过５０个，议程上显示的与会人次均在

４００人次以上。第八届共同体会议设置了１１６项议题，参会人次更是创纪录

地达到了９６１人次。而事实上，除了历届会议议程所列出的与会人员外，现

场旁听的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甚众，虽然此类与会者无法被准确统计，但可

以肯定共同体会议的实际参会规模远超议程所列。①

第四，共同体会议具有非官方性，或曰“草根性”。共同体会议由大学下

属的学术研究机构主办，无论是小组召集人还是发言人、评论人，都是基于

学术网络的自由组合，完全不受行政级别和学术资历的限制，共同体会议只

负责提供平台，不负责邀请参会嘉宾，因此其参加者具有高度的非官方性，

每位与会者都是以个人身份自由参加，不代表所在机构。

总之，共同体会议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

产生了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的品牌效应。它已经凝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学

术群体积极参与其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其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原初目标。

二、共同体会议的学术群体分析

共同体会议举办９年来，虽然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进来，也有一些学者

逐渐淡出这个会议，但总体而言，它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学术网络，

而且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参会群体，并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形成了独特

的声誉和影响。因为共同体会议坚持开放性和自由性，所以这个学术群体

的形成完全是个人学术兴趣和意愿使然。不仅如此，事实上，在共同体大会

之下，与会者们还通过不同的讨论小组形成了一些亚群体，它是一个个规模

更小的学术网络，只是有的紧密有的松散。

① 以第六届共同体会议为例，该届会议签到表一共包括８３３位与会者的签到信
息，约５３１位与会者的信息可查于第六届共同体会议的议程中，而其余约３０２位与会者
的信息则未见于会议议程。由于签到表所示信息并未覆盖所有与会者（甚至远未包括议
程中所列出的所有参会者），因此签到表所示人数仍远低于实际参会总人数，实际参会人
数可能远高于８３３这一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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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会者职称学历结构分析

就犹如政治体系一样，学术界也存在一个等级结构，这种等级结构主要

通过学者的职称和学历的高低体现出来。通过对与会者的学历和职称结构

进行分析发现，共同体会议议程上体现的小组召集人、发言人和评论人都以

中青年学者为主，大多是正在成长的新兴力量（见表２）。

表２　与会者职称及学历结构统计表

序号 学历／职称 与会人次

学历结构

１ 本科 ２

２ 硕士研究生 １１３

３ 博士研究生 ９７１

４ 博士后 １３１

小计 １２１７

职称结构

１ 研究实习员 １５

２ 讲师／助理教授／助理研究员 ８７２

３ 副教授／副研究员 １０２１

４ 教授／研究员 ８９４

小计 ２８０２

其他 未注明职称或学历 １０９５

总计 ５１１４

　　注：参加共同体会议的学生依照其最高学历计入“学历结构”，参会教师、学者及其他人员依照

其当期职称计入“职称结构”；“学历结构”与“职称结构”的统计具有互斥性，即计入后者的与会者信

息不再计入前者；同时注明职称及学历的与会者信息计入“职称结构”。

共同体会议的参与者既包括已经在教学和研究岗位上任职的学者，也

包括在读的学生。统计显示，在学历结构方面，共同体会议中的在校学生活

跃群体以博士研究生为绝对主体，这是因为博士学位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后备力量的基本门槛，而且博士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方向

已经基本定型，他们对提前参与学术网络具有较强的意愿；相比之下，硕士

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就业方向不明，尽管他们有更大的数量基础，但他们对共

同体会议的正式参与程度相比于博士生要低很多，当然他们也有不少是以

旁听的身份参加会议，并没有体现在议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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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在职学者的职称结构的分析则更有意义。统计显示，中级职

称、副高职称和正高职称的参会者大致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但相比而言，

副高职称的参会者要明显高于中级职称和正高职称的参会者。这主要是因

为副高职称的学者已经在学术界具有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因此他们更有学

术号召力来组织小组讨论，也更有机会被邀请担任小组讨论人和评论人。

而正高职称的学者虽然有更大的学术影响，但因为他们往往已经建立了自

身的学术网络，拥有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因此他们对参与和利用共同体会

议平台的需求要相对小一些；中级职称的学者从自身的学术发展上来讲虽

然有更大的参会意愿，但学术影响又相对较小。这导致了副高职称的学者

事实上在共同体会议中发挥着主体性的作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副高

职称的学者大致处于３３～４５岁的年龄段，他们年富力强，在学术创造上处于

黄金时间，而且他们也确实是中国国际关系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使得

共同体会议能够呈现更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表３和图２数据进一步表明，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年龄结构具有明显

的“中青年特质”。参加历届共同体会议的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占与会者总

人数的比重在０．４６～０．６０之间波动，其总比重为０．５２。由此可见，两者在

共同体会议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是一支重要的学术力量。值得一提的

是，由于上述统计结果仅仅基于共同体会议的议程，而事实上，大量青年学者

与在校学生是以旁听者的身份参与共同体会议的，因而无法统计。如果将这

部分人群也计算在内，共同体会议参会群体的“年轻化”色彩将进一步凸显。

表３　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占历届与会者比重统计表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总计

青年学者与

在校学生

参会人次

４４　 ７１　 ２０５　 ２０７　 ２６４　 ３６５　 ３２１　 ３７６　 ２４４　 ２０９７

参会总人次 ９４　 １３８　 ３３９　 ３８６　 ５１２　 ６０７　 ６９０　 ７１８　 ５３５　 ４０１９

比重（％） ４７　 ５１　 ６０　 ５４　 ５２　 ６０　 ４７　 ５２　 ４６　 ５２

　　注：“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一项计入历届参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讲

师、助理教授、研究实习员以及助理研究员；“参会总人次”一项仅计入历届注明学历或职称的与会

者；“比重”一项为“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参会人次”与“参会总人次”两者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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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历届青年学者与在校学生人次统计图

在中国学界，年轻学者所得到的学术关注与研究支持相较于其在学术

界的实际规模远远不成比例，大量的学术会议和论坛鲜见这部分群体的身

影。他们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有影响力的学术著述，甚至还没

有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因而还没有在学界建立起自身的学术声誉和学术

网络。共同体会议为这股“沉默的力量”提供了进行学术展示的舞台和参与

学术网络的机会。

（二）与会者所属单位分析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术力量的分布及其变化也时常受到关注，这是
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机构的规模大小和学界影响。表４统计了

９届共同体会议议程上所呈现出的与会者的所属单位，统计结果也大体上与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力量的总体格局基本吻合。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参

会人次最多，这体现了其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在国际关

系领域中所具备的强大科研力量与充足的人才储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

学部拥有９个国际关系与地区别国的研究所（院），每个研究所都拥有数十人

的研究力量。①就研究人员的规模而言，在中国没有其他机构能与中国社会

科学院比肩。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俗称中国社科院“国际片”，具体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日本
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与和平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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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的参会人次紧随其后，这既源于其所具备的较强的研究力量，

当然也得益于其作为东道主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位列第三至五位的分别是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外交学院，它们均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与人

才培养的传统重镇。而三所参会活跃度较高的京外高校分别是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它们的参会人次分列第六至八位，这也体现了

三所学校在各自区域所具备的较强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

排列第九和第十的分别是位于北京的对外经贸大学和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科在对外经贸大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发展迅速，

并且聚集了一批较有活力的年轻学术力量。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作

为规模上仅次于中国社科院的第二大国际关系研究智库，对共同体会议的

参与度也较高，这可能源于该院许多学者在其研究领域有一定影响，被邀请

与会发言及做评论人，以及该院的年轻人有通过共同体会议加强学术交流、

获取最新研究信息的工作需要。

表４　基于参会人次对与会者所属单位的排名

排名 单位名称 单位属地 参会人次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５６０

２ 清华大学 北京 ４８４

３ 北京大学 北京 ２９４

４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２０４

５ 外交学院 北京 １９９

６ 南开大学 天津 １４３

７ 复旦大学 上海 １３８

８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 １０１

９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８１

１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北京 ７９

　　注：“单位名称”仅统计与会者所属的一级单位名称，其所在的下属单位不在统计之列；与会者

属多个单位时，仅统计其所在的多个单位之一。

可以说，上述参会人次排名不仅呈现出了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所属单

位的基本格局，还大体反映出了中国国际关系教研机构的基本格局。共同

体会议还体现了中国大学与智库密切互动的特点，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之外，在参会人次排名第１１至３０的２０家单位中，



１３４　　 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还有４个智库，其余均为高等院校。①但总体而言，共同体会议的学术群体以

高校国际关系院系的力量为主。这一人员结构特征直接影响了共同体会议

上议题的一些特征。

（三）与会者工作地点分析

除了对与会群体所属工作单位的统计，我们还着重考察了其所在的工

作地点，以此分析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地域分布情况和变化趋势。通过

表５和图３统计可以明显看出，来自北京的与会者是共同体会议的主要参与

者，京内与会者参会人次超过半数占５６％。这一方面得益于共同体会议在

北京举办所天然具有的区位便利优势，另一方面是由于北京地区云集了中

国最主要的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力量。

表５　与会者工作（学习）地点统计表 单位：人次

京内 京外（大陆地区） 港澳台地区 其他国家 未能明确统计 总计

２８４５　 １７０４　 １０６　 ３４８　 １１１　 ５１１４

图３　与会者工作（学习）地点比重统计图

① 排名第１１至３０位的单位按照顺序分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郑州大学、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吉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华中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国防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云南大学、中国政法
大学、辽宁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湘潭大学、中央编译局。其
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央编译局为科研院
所，其余均为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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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不均。将与会者工作地

点和工作单位相结合进行统计，在８个空间区域内对各主要研究单位分别进

行统计和排名，力求在各区域内发掘并明晰具备较强研究实力与学术影响

力的主要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以此排除全国范围内的排名中由区位因素

所造成的不平衡（见表６）。有别于华北、华东等地区，西部和港澳台等地区

中单位的参会人次总量较少，只与学者个人的参会次数保持在一个量级，因

而上述地区中单位的参会人次取决于个别学者的参会记录。综合来看，华

北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力量最为集中也最具实力，华东地区次之，其他地区

的研究力量则相对薄弱。总之，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

显的不均，由此推知，受学科布局、发展历史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中国的国

际关系研究力量分布也极不均衡。

表６　与会者所属单位的区域内排名

地区 序号 单位名称 参会人次 地区 序号 单位名称 参会人次

华北

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 ５６０

２ 清华大学 ４８４

３ 北京大学 ２９４

华东

１ 复旦大学 １３８

２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１０１

３ 华东政法大学 ４１

华南

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５１

２ 暨南大学 ２１

３ 广西大学 ２１

华中

１ 郑州大学 ６３

２ 华中师范大学 ４１

３ 武汉大学 ２９

东北

１ 吉林大学 ５４

２ 辽宁大学 ３５

３ 沈阳大学 ９

西部

１ 云南大学 ３８

２ 塔里木大学 ２２

３ 兰州大学 ２１

港澳台

１ 澳门大学 ２２

２
台湾“中国
文化大学”

１８

３ 香港大学 １０

海外

１
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

１９

２ 多伦多大学 １１

３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１１

表７统计显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者主要来自北京，其次是上海，而后是

天津和广州，最后是武汉等其他地区中心城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参会人

次及其权重的具体数据受会议举办地点以及参会成本等因素的干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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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排名可供参考。北京与上海分列第一名和第二名，两者分列中国国际关

系研究的第一和第二梯队。可以说北京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无可争议的

“核心”，这与其首都的特殊资源和高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密切相关。而上

海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次核心”，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

市，国际交往十分密切。天津与广州分列第三名和第四名，两者属于第三梯

队。这两个城市都是沿海开放城市，而且也具有比较强的科研实力。武汉、

南京、杭州、郑州、长春和沈阳分列第五至第十名，其均属于第四梯队。这些

城市都是内陆重要的省会城市，而且拥有重点高校，它们在国际关系研究领

域也有一些力量（见图４）。

表７　基于城市统计的参会人次与排名

排名 城市
参会

人次

占总人次

比重（％）
排名 城市

参会

人次

占总人次

比重（％）

１ 北京 ２８４５　 ５５．６　 ６ 南京 ６５　 １．３

２ 上海 ４３８　 ８．６　 ７ 杭州 ６４　 １．３

３ 天津 １８９　 ３．７　 ８ 郑州 ６３　 １．２

４ 广州 １０６　 ２．１　 ９ 长春 ５２　 １．０

５ 武汉 ９２　 １．８　 １０ 沈阳 ４９　 １．０

图４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力量梯队分布示意图

总之，通过对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所在城市的分析可以推知，北京是中

国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上海是“次核心”，两者分属第一和第二梯队；广

州和天津属于第三梯队；武汉、南京、杭州等主要城市属于第四梯队；各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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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力量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

表８、表９和图５统计显示，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外国的与会者日益增多，

共同体会议的国际化色彩不断凸显。最初，来自港澳台地区与其他国家的

与会者人次与总人次之比稍高于７％。随着共同体会议影响力与知名度的

提升，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国家学者的参会人数和参会率总体上都在不断上

升（第五届例外），在第九届共同体会议上达到了新的峰值，国际化程度在不

断提升（见表９）。海内外学者间的对话日益密切，学术鸿沟在不断缩小，跨

国的学术网络不断形成。其中，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拿大的多伦

多大学和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都有数十人次参加共同体会议，在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这三所高校云集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表８　历届与会者工作（学习）地点统计表 单位：人次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 汇总

京内 ７５　 １３１　 ２６７　 ２８６　 ３３８　 ３４１　 ４９７　 ５４８　 ３６２　 ２８４５

京外

（大陆地区）
２７　 ４０　 １２３　 １２９　 ２４０　 ３０２　 ３４５　 ２９２　 ２０６　 １７０４

港澳台 ０　 １　 ９　 ２７　 ７　 １７　 １３　 １９　 １３　 １０６

其他国家 ８　 １３　 ４２　 ３２　 ２４　 ３７　 ５３　 ８０　 ５９　 ３４８

图５　历届与会者工作（学习）地点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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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表
９
　
历
届
港
澳
台
地
区
和
国
外
与
会
者
参
会
情
况
统
计
表

第
一
届
第
二
届
第
三
届
第
四
届
第
五
届
第
六
届
第
七
届
第
八
届
第
九
届
总
计

港
澳
台
地
区
与
会
者
参
会
人
次

０　
１　

９　
２７　

７　
１７　

１３　
１９　

１３　
１０６

他
国
与
会
者
参
会
人
次

８　
１３　

４２　
３２　

２４　
３７　

５３　
８０　

５９　
３４８

总
计

８　
１４　

５１　
５９　

３１　
５４　

６６　
９９　

７１　
４５４

总
人
次

１１２　
１８９　

４４５　
４８０　

６２７　
７１１　

９２４　
９６１　

６６５　
５１１４

占
总
人
次
比
重
（％
）

７
．１　

７
．４　

１１
．５　

１２
．３　

４
．９　

７
．６　

７
．１　

１０
．３　

１０
．７　

８
．９

表
１０
　
历
届
与
会
的
活
跃
学
者
排
名

主
要
组
织
者
排
名

主
要
发
言
人
排
名

主
要
评
论
人
排
名

排
名

姓
名

组
织
次
数

排
名

姓
名

发
言
次
数

排
名

姓
名

评
论
次
数

１
高
程

１０　
１

李
巍

１９　
１

徐
进

９
２

陈
定
定

９　
２

阎
学
通

１５　
２

陈
瑞
欣

８
３

邢
悦

８　
２

萧
衡
锺

１５　
２

贾
春
阳

８
３

漆
海
霞

８　
３

刘
丰

１４　
２

宋
伟

８
３

刘
宪
阁

８　
４

白
云
真

１３　
３

檀
有
志

７
４

董
春
岭

７　
４

孙
学
峰

１３　
３

刘
丰

７
４

史
志
钦

７　
４

徐
进

１３　
３

孙
学
峰

７
４

孙
学
峰

７　
５

程
永
林

１２　
３

李
巍

７
４

陈
琪

７　
５

李
晨
阳

１２　
４

白
云
真

６
４

周
方
银

７　
５

林
民
旺

１２　
４

程
永
林

６
—

—
—

５
周
方
银

１２　
４

龚
婷

６
—

—
—

—
—

—
４

周
方
银

６
—

—
—

—
—

—
４

周
志
发

６

　
　
注
：
“组
织
数
”“发
言
数
”“评
论
数
”以
及
“总
数
”相
同
时
排
名
不
分
先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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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共同体会议中的活跃学者

通过对共同体会议各小组讨论的主要组织者、发言人和评论人进行统

计，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会议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活跃力量，他们

成为共同体会议的“常客”，在组织和参与小组讨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

且引导着共同体会议的发展演进。

表１０所体现的共同体会议的最为活跃的参与群体具有以下４个特征：

第一，他们大部分为中青年学者，而且也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为重要

的新兴研究力量，无论是在学术成果发表还是在学术活动上都表现如此。

第二，在过去９年里，他们都经历了学术事业的关键上升期。这些活跃学者

中，其中不少在２００８年第一次参会时还是讲师甚至博士生，而在２０１６年参

加第九届共同体会议时，大多数已经是副教授和教授，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

中坚力量。可以说共同体会议见证了这些中青年学者的成长。第三，这些

活跃的学者在共同体会议的小组活动中，有着相对稳定的学术偏好，多年长

期关注一个特定的议题。比如高程长期关注中国崛起与东亚秩序，其所组

织的１０次讨论均涉及该话题；而孙学峰的个人兴趣则主要集中在东亚秩序、

大国崛起和中国周边安全，其所组织、参与发言和评论的２７次小组讨论中约

有２０次涉及上述领域；白云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等领域长期耕

耘，其所参与的１９次小组讨论均涉及上述领域。李晨阳长期关注和深入研

究缅甸问题及中国对缅甸政策，其组织和参与的１２次讨论均与该议题有关。

第四，这些活跃学者还往往成为某些新兴议题的推动者，从而事实上成为共

同体会议上的一些亚群体的领导者。比如陈定定和漆海霞在共同体会议上

推动了关于国际关系预测和国际关系定量分析的讨论，吸引了不少学者和

学生参加；赵可金在共同体会议上是关于公共外交讨论的主要组织者和参

与者，他本人也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共同体会议也成为

他进行学术推广的重要平台，他先后组织参加了５次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

不仅如此，这些共同体会议的中坚力量还推动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讨论小组，

比如孙学峰和陈定定组织了关于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的讨论，邢悦组织了

关于专业教学和教材的讨论，等等。总之，共同体会议虽然参会人数众多，

但少数的活跃群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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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通过随机问卷调查，统计了共同体会议的参会群体的参会频次。

问卷显示，参加２～４次的与会者占比接近６０％，参加５～７次的超过１５％，

见表１１。这再次表明共同体会议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参会“黏性”，凝聚了一

批相对稳定的参会群体，从而实现了构建学术共同体的原初目标。

表１１　与会者参加共同体会议的次数

与会次数 参会人数 所占比例（％）

１次 １７　 ２３．９４

２～４次 ４２　 ５９．１５

５～７次 １１　 １５．４９

８次及以上 １　 １．４１

总计 ７１　 １００

三、共同体会议的讨论议题分析

除了规模庞大的参会群体之外，共同体会议最令人瞩目的是众多的讨

论小组。共同体会议在最高峰的第七届和第八届均超过１００个讨论小组，可

谓“百团大战”。每一个讨论小组都有一个特定的讨论议题，而历届共同体

会议议程上所体现的议题特征和变化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整个中国

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因为年轻的主力学者关注的议题可能

持续影响未来１０～２０年的国际关系研究。

（一）三大分支领域的消长

尽管学界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内部分支仍存有分歧，但普遍接受了将

国际关系分为国际关系理论（含方法）、国际安全（或国际战略）研究和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三分法”，它也成为中国大学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体系的几个

基本板块。对历届共同体会议所探讨的议题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可以清晰地

观测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研究兴趣的大致分布，并可以对这种分布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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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考察与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基于学科界限的划分将会对涉及比

较政治学与政治学理论的议题有选择性地予以剔除，在保留了关于国别研究

和区域研究的部分议题之后，对统计样本进行了修正。统计数据见表１２。

表１２　基于三大领域分野的议题统计表

届数
议题

总数

修正后

的议题

总数

国际关

系理论

所占

比重

（％）

国际

安全

研究

所占

比重

（％）

国际

政治

经济学

所占

比重

（％）

１　 １５　 １０　 ９　 ９０．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

２　 ２５　 １６　 ８　 ５０．０　 ４　 ２５．０　 ４　 ２５．０

３　 ６０　 ２８　 １５　 ５３．６　 ７　 ２５．０　 ６　 ２１．４

４　 ７５　 ４７　 ３１　 ６６．０　 １３　 ２７．７　 ３　 ６．４

５　 ９１　 ５１　 ２７　 ５２．９　 １５　 ２９．４　 ９　 １７．６

６　 １０１　 ５２　 ３５　 ６７．３　 ８　 １５．４　 ９　 １７．３

７　 １１３　 ６１　 ３０　 ４９．２　 １９　 ３１．１　 １２　 １９．７

８　 １１６　 ６１　 ３７　 ６０．７　 １５　 ２４．６　 ９　 １４．８

９　 ８０　 ３９　 １７　 ４３．６　 １５　 ３８．５　 ７　 １７．９

总计 ６７６　 ３６５　 ２０９　 ５７．３　 ９６　 ２６．３　 ６０　 １６．４

　　注：诸如比较政治学等非国际关系议题未纳入统计范围；与上述三个分支领域无直接联系以及

部分划分可能存在争议的议题未纳入统计范围；修正后的议题总数具体指剔除涉及政治学理论、比

较政治学以及无法清晰地归纳于上述三大领域的议题后所剩的议题数；各项的比重都是该项占修正

后议题数的比重；基于三大分支领域分野统计的议题与基于区域分野统计的议题并不互斥。

表１２中的各项数据及变化趋势可直观地见于图６。

统计表明，从９届共同体会议的总体情况来看，参会者更多地关注国际

关系理论与方法，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关注次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最

少。在涉及国际关系三大分支领域的全部３６５个小组讨论中，属于国际关系

理论与方法的讨论小组有２０９个，约占议题总数的５７．３％。其中第一届关

于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讨论更是占到了高达９０％的比重，而且此后也有

三届会议超过了６０％。这表明，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具有明显的“理论导

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年轻学者更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

也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在校学生与青年学者）走向学术成熟的必由之路和重

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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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历届三大分支领域议题所占比重统计图

涉及国际安全研究的讨论小组有９６个，约占２６．３％。中国的国际关系研

究长期以安全研究为重点，安全研究也相对成熟。①在现实层面，中国崛起所遭

遇的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以及周边复杂的安全形势凸显了国际安全研究的重

要性；从学科层面来讲，国际关系研究的本质确实是安全研究，即便在当前各

国复合相互依赖如此深厚的背景下，这一论断仍然成立。所以，涉及国际安全

研究的议题在三大分支领域中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并且基本稳定。

相比之下，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小组只有６０个，占比最少，约占

１６．４％。这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体系中都相对

薄弱。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较晚，开设国际政治经济学

专业的院校也相对较少，师资力量和研究力量都相对薄弱。而且在学科属

性上，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生存于经济学与国际安全研

究的夹缝中，缺乏独立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② 共同体会议反映的中国这

一学科状况值得高度重视，因为它与美国的情况正好截然相反，在美国国际

关系学界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安全研究几乎能够并驾齐驱，不少学术

名家和学术新秀都起步于国际政治经济学。

就变化趋势来看，历届共同体会议反映出与会群体对国际关系三大分

支领域关注度呈现出“国际关系理论波浪式下降、国际安全研究稳定上升，

①

②

李巍：《ＩＰＥ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评估》，《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３９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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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低位徘徊”的变化格局。在历届共同体会议中，涉及国际关

系理论与方法的议题所占比重虽然在第四届（６６．０％）、第六届（６７．３％）及

第八届（６０．７％）出现过三个峰值，但其总体上下降明显，在第九届共同体会

议中（４３．６％）仅略高于国际安全研究议题所占比重（３８．５％）。国际关系理

论与方法讨论小组所占比重的下降也再一次佐证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从

“范式之争”转向“议题之论”的客观走向。①国际关系理论类话题下降的份额

主要由国际安全类话题所填补。而且在第九届共同体会议上，国际安全研

究所占比重创出新高（３８．５％，９届平均值为２６．３％）。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

中国的崛起，中国面对的安全压力日益增大，需要关注的安全问题日益增

多；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过去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学者开始逐渐

转向国际关系的安全议题研究。这也进一步表明，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

究的学者与国际安全研究的学者具有更大的重合度。相比之下，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讨论小组的数量一直处于低位徘徊，仅在２００９年第二届会议上达

到２５％的最高比重，此后长期低于２０％。２００９年的最高比重的出现或许与

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关。事实上，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着诸多非常紧要

的全球性经济治理、经济外交和经济安全问题，孱弱的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

界没有对此进行很好的回应，共同体会议的讨论小组数就可见一斑。②

（二）学术与政策的分野

除了按照三大分支领域进行划分外，国际关系研究的各项议题还可以

分为 “学术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和“政策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在共同体会议

上，这两类不同导向的研究的分野仍然相当明显，见表１３。

①

②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范式之争”转向“议题之论”的走向（潮流）肇始于美国国际关
系研究，而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受此影响。参见Ｊｅｆｆｒｙ　Ｆｒｉ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Ｌ．Ｍａｒｔ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ｉｎ　Ｉｒａ　Ｋａｔｚｎｅ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Ｍｉｌｎｅｒ，ｅｄ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ｔｏｎ，

２００２），ｐ．１２０．
匿名评审人指出，这种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有其他的讨论平

台，比如国际政治经济学年会，其规模也不小，并实现了常态化，这可能分流了不少话题
的讨论；相比之下，国际安全研究则没有这样的专门的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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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议题研究导向统计表

学术研究导向 政策研究导向

数量 ５１２　 ６０

占比（％） ８９．５　 １０．５

　　注：由于统计标准不同，本统计表与表１２中的议题总数有所差异。

统计表明，在共同体会议上，“学术导向性”的研究议题远远超过“政策

导向性”的研究议题。在全部５７２个国际关系类讨论小组中，前者共计５１２
个，约占总数的８９．５％；后者共计６０个，只约占总数的１０．５％。这体现了共

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具有高度的学术导向特征，高校科研人员是参加共同

体会议的主力军，除了中国社科院之外，其他智库的参与度相对较低。① 不

仅如此，统计还发现，年轻学者更倾向于参与学术研究议题的讨论。

（三）区域研究议题的盛衰

国际关系与区域和国别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少国际关系类议题都

涉及对某个特定的地区和国家的研究。通过对区域和国别议题的统计，我

们可以辨明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的区域研究偏好，见表１４。②

统计表明，共同体会议的参与群体对中国自身的外交问题关注最多，远

远领先于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其次是美国和东亚，对其他国家和地区

都关注很少。首先，对本国外交问题的高关注度在任何国家的国际关系学

界恐怕都是如此，但在中国仍然有一些特殊性。一方面，中国处在快速的发

①

②

例如：“政策研究者”更多在科研院所与具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工作，其出于
工作时间和工作纪律的限制，具有更高的参会成本。“政策研究者”与“学术研究者”在参
会成本等方面具有诸多差别，即便部分差别是细微的，但也影响了最终的统计结果。因
此，统计结果需要进行人为修正。

由于将诸议题按照国别进行划分并不现实，而按照单纯的洲际划分也存在过于
宏观的不足，因而笔者一方面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国家进行单独统计，另一方面将代表性
不突出的国家并入区域（其所在大洲）进行共同讨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缘远近、关
系亲疏、利益关切、战略方向等方面的差异，共同体会议对亚洲议题的关注与探讨不可一
概而论，因而将其分为东亚、南亚、西亚及中亚四个次区域分别加以探讨更为必要也更为
合理；共同体会议对于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议题探讨较少，因而可以将其整合在同一目
类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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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成长阶段，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正在成为

“世界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所受到

的体系压力日趋凸显，周边安全局势日趋复杂，需要应对的外交问题越来越

多。在这一背景下，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围绕中国对外战略、周边外交、

国际角色、崛起路径、经济关系等方面展开了丰富的讨论。这也预示着中国

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创新性贡献很有可能肇始于对中国自身的研究。

表１４　基于区域分野的议题统计表

届数 中国 美国 俄罗斯 日本
亚洲

东亚 南亚 西亚 中亚
欧洲
美洲、非洲及
大洋洲

１　 ２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９　 ２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１

３　 １４　 ４　 ０　 ０　 ４　 １　 ０　 ０　 ０　 ２

４　 １０　 １　 ０　 １　 ６　 １　 ２　 ０　 １　 ２

５　 １８　 ７　 １　 ２　 ２　 １　 １　 ０　 ５　 １

６　 ２３　 ５　 ５　 ０　 ７　 １　 １　 １　 ５　 ０

７　 １７　 １０　 ４　 ５　 １１　 ２　 １　 ０　 ８　 １

８　 ２８　 ８　 ３　 ４　 ７　 ０　 ４　 ０　 ２　 ２

９　 １８　 ４　 １　 ４　 ７　 ５　 １　 ０　 ２　 ０

总计 １３９　 ４２　 １４　 １６　 ４６　 １１　 １０　 １　 ２５　 ９

　　注：已单独统计的国家不列入其所在区域的统计，如对美国议题的统计结果不被重复计入对美

洲议题的统计中；部分涉及多个国家（或区域）的议题被多次统计；基于区域分野统计的议题与基于

三大分支领域分野统计的议题并不互斥。

其次，涉及美国的议题始终备受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的重视。一方面，

美国被认为是“孤独的超级大国”，在诸多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作为后发崛起国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对于中国具有

极大的借鉴价值。另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保持着极其复杂的竞争合作关系，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两者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同时两者在全球治理中

的合作与联系愈发紧密。共同体会议始终关注这对“２１世纪最为重要的双

边关系”，并对美国对外战略、具体问题对策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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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大量讨论（４２项）。①由于共同体会议乃至整个中国的国际关系研

究都更为重视安全研究，因而学界对美国议题的探讨更多侧重于中美在亚

太地区的战略竞争、美国对华战略及外交政策等“高级政治”议题。

最后，东亚是共同体会议与会群体最为关注的地区。中国与东亚各国

地缘联系紧密、经贸往来密切，但同时东亚地区也是中美战略竞争前沿，地

区主要国家战略矛盾突出、领土争端不断。这些因素使得与会群体对东亚

议题的关注产生了分野。对涉及东亚的议题的统计显示：一部分学者关注

东亚经济合作（如自由贸易区、海上丝绸之路等）、东盟一体化进程以及特定

国家（如缅甸、印尼、越南等）的国别研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关注朝核问

题、南海问题等涉及争议与战略对抗的议题。总之，东亚地区与中国地缘联

系紧密、战略与经济利益密切，因而共同体会议对东亚议题的讨论也高居各

区域之首（４６项）。

相比之下，共同体会议中专门讨论俄罗斯、日本、欧洲、中亚、中东和拉

美、非洲地区议题的小组并不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区域研究在中国总体上就

比较薄弱，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区域和国别研究本身具有一定的语

言门槛，并需要研究者在被研究地区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人脉基础，因此他

们容易形成一个相对封闭和成熟的学术网络，对参与共同体会议这样的开

放性学术活动兴趣不大。

（四）新兴议题的出现

共同体会议是一个大型“学术超市”，“顾客”群体主要以中青年学者为

主，他们对于“新商品”很敏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新兴的议题往往都

能在共同体会议上得到及时呈现，这些新兴议题引领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走

向，因而我们着重考察了历届共同体会议中的新兴议题，见表１５。

所谓新兴议题，是指与传统议题相对应的学术议题，是中国学术界新出

现的研究议题，在过去并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新兴议题占历届共同体会

① “孤 独 的 超 级 大 国”这 一 提 法 详 见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Ｔｈｅ　Ｌｏｎｅｌｙ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７８，Ｎｏ．２，１９９９，ｐｐ．３５－４９；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
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美关系是２１世纪（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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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议题总数的比重约为１１％。这些新兴议题又可被分为两类：其中一类为

“单次曝光”议题，即共同体会议仅对该议题进行过一次讨论，该议题并未得

到学界的长期高度关注；另一类议题为“多次曝光”议题，即共同体会议对该

议题进行过多次探讨，对该议题的研究逐渐规范成熟并成为学界的共同

知识。

表１５　历届新兴议题统计表

届数 新兴议题（个数）

１ 先秦政治（２）、公共外交（１）

２ 先秦政治（１）、公共外交（１）、技术政治（１）

３ 公共外交（３）、技术政治（２）、传媒与国际关系（１）

４ 先秦政治（１）、公共外交（５）、传媒与国际关系（１）、可持续安全（１）

５
公共外交（３）、传媒与国际关系（５）、可持续安全（１）、国际共生（１）、中国
古代国际关系思想（１）、太空与国际关系（１）

６
公共外交（５）、传媒与国际关系（１）、网络安全（２）、智库与国际关系（１）、

城市外交（１）

７
公共外交（３）、传媒与国际关系（１）、能源革命（１）、环境政治（１）、新战略
空间（１）、公司外交（２）、公私伙伴关系（１）、大数据（１）、“一带一路”（１）

８
公共外交（３）、网络安全（２）、智库与国际关系（２）、城市外交（１）、中国古
代国际关系思想（１）、环境政治（２）、大数据（１）、“一带一路”（４）

９
公共外交（２）、网络安全（１）、智库与国际关系（２）、大数据（２）、“一带一
路”（５）

共同体会议所涌现出来的主要新兴议题大致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公共

外交、网络安全、大数据、“一带一路”和先秦政治，等等。首先，公共外交作

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得到充分关注，

历届共同体会议都有多个小组对公共外交进行了讨论。其中第四届、第五

届和第六届共同体会议对于公共外交的探讨达到了顶峰，此后对公共外交

的探讨则有所减少。肖欢容、赵可金和陈定定等学者都组织过关于该议题

的讨论，而且参与公共外交讨论的学者人数众多。

其次，共同体会议对网络安全的关注落后于现实外交和整个学界。早

在２００９年，外交政策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就已经开始关注网络安全问题，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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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５年共同体会议上，“网络安全”才第一次被列入共同体会议的讨论日

程。这可能主要是因为网络安全问题一开始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有着

比较高的技术壁垒，另外，它最初也是作为一个政策性议题出现的，没有受

到大部分学术导向的学者关注。共同体会议的与会者中，余丽、董青岭和刘

建伟等学者是组织和参与网络安全讨论的主要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共同

体会议上，涉及网络安全的讨论小组的组织者与参与者重叠度较高，这表明

网络安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和小众的亚群体。

再者，大数据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新兴议题。随着２０１３年

中国各行业掀起了“大数据风潮”，共同体会议也开始关注大数据在国际关

系学科中的应用。２０１４年的共同体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探讨大数据的讨论

小组，此后共同体会议还对涉及大数据的议题进行了３次探讨，其中２０１６年

出现了两个“大数据”的讨论小组，这表明这个议题开始引起了共同体会议

与会群体的关注与重视。虽然当前共同体会议对该议题的探讨时间短、次

数也不多，但可以预见该议题在今后将引起更多关注与更广泛的讨论。

最后，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在共同体会议上迅速升温，然而诸多讨论

小组呈现出“泛‘一带一路’化”的特点。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构想最初

提出于２０１３年９月，而共同体会议对于“一带一路”的讨论肇始于第七届共

同体会议（２０１４年）。该类议题迅速升温，此后两届会议分别对这一议题进

行了４次和５次探讨。然而，共同体会议与会者中对于“一带一路”相关议题

进行探讨的学者队伍并不稳定，大多数与会者并没有对其进行过长期的研

究，都是新进入该领域的。

总之，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的兴起与衰退取决于诸多因素。首先，

有些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长期保持热度，或者突然“火爆”，与国家政策

高度相关。比如公共外交研究在共同体会议上的浩大声势，很大程度上与

前些年国家相关机构积极推动公共外交有关，而近几年又有衰退趋势，也与

国家政策导向的变化有关；不仅如此，近几届共同体会议关于“一带一路”的

讨论小组急遽增多，自然也受到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其次，领袖型学者的

人为推动也是某个新兴议题在共同体会议上获得“人气”的重要原因。学术

领袖是指那些在学界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学者，他们有能力为学术界的

发展制定议程。比如阎学通一直致力于通过共同体会议推广对先秦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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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研究，他和他的团队先后多次在共同体会议上组织和参与对先秦政治

和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这两个新兴议题的讨论。①阎学通的学术努力使得

共同体会议长期保持着对先秦政治的学术热度。最后，如果某一研究机构

在共同体会议上着力推动特定的新兴议题，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效应。

比如察哈尔学会作为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民间智库，多次组织、参与了关于

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与公司外交等议题的讨论，引起了较大的关注。②

四、结　论

本文致力于运用一种 “基于学术会议”的新路径，力求对中国国际关系

研究进行评估，进而对传统的“基于研究成果”的路径进行补足。该路径通

过对学术会议所呈现的诸多数据进行考察，重点把握一个特定学术群体和

他们研究议题的基本特征，进而管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侧面。

作为一个内容丰富、高度开放的大型“学术超市”，共同体会议因为满足

了与会者的多方面需求，而正在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交

流平台，其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也与日俱增。也正因为如此，历届共同体会

议议程所体现出的与会者信息与议题信息为评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现状和

变化趋势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数据。

我们的研究显示，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以中青年学者为主，而且大都

是学术导向的学者而非政策导向的学者。与会群体也体现出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的一些地理特征，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分布呈现高度失衡，研究

力量过于集中，在各城市、各区域的分布存在明显的不均。同时，海外华人

学者日益积极地参与共同体会议，国内外学者间的对话日益密切，两者之间

①

②

这被称为“清华路径”，参见 Ｙａｎ　Ｘｕｅｔｏｎｇ，ｅｄ．，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ｂｙ　Ｅｄｍｕｎｄ　Ｒｙｄｅ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张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国际政治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第１２６—１２８页。

察哈尔学会的研究人员多次组织、参与涉及公共外交议题的讨论，还曾在第九
届共同体会议上举办了专场公共外交讨论会。察哈尔学会对公共外交议题研究的推动
可佐证于该学会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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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鸿沟在不断缩小。

在研究议题方面，共同体会议的与会群体对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类议

题最为关注，对国际安全研究的关注次之，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关注则相对

较少。涉及中国、美国以及东亚地区的议题最受重视，而与其他国家及地区

相关的议题则关注较少。新兴议题的产生主要源自国家政策的推动和现实

世界的变化，以及学术领袖和重要机构的推动。








